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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作为博物馆展览的主题已成为常态。经过多年的发展,“非遗”

主题展览已经形成了相对模式化的叙事类型和同质化的发展特征。这一现状反映了多重话语博弈下

的行业惯习，同时也体现了非遗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行政话语所应有的限度。“非遗”主题展览应与强

调多元、互动与阐释性的新博物馆学发展趋势相呼应，关注非遗变化与改造的实践性，摆脱“非遗”话

语与行业惯习接驳的逻辑自洽，反思性的回归博物馆多线和声的智识传统，从而使非遗与展览的关

联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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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栏目博物馆新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话语作

为影响或构建新时代博物馆发展的重要元素，如

今已被广泛纳入到博物馆的工作范畴，与博物馆

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相接驳，嵌入到新旧博物馆范

式转型的反思和调整中。具体到博物馆展示空间

中的叙事［1］，也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实例成果，并

有一些研究者针对不同的非遗分类以及细化个

案作了讨论［2］。论者多从展览形式的更新入手，通

过静态陈列型和互动操作型展品、动态原生态场

景及真人演出等综合手段提炼出情境化、体验

化、过程化等理念作为对非遗特征的回应。笔者

通过从形式到内容的观察，注意到经过多年的发

展，“非遗”主题的展陈叙事亦存在一定的类型化

和同质化特征，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行业惯习。对

于这种现状的反思，可能需要将关注点从实践技

术性层面上行到学理层面，回归到话语产生的情

境中去讨论。本文梳理了非遗理念与展览叙事结

合的诸形态，讨论了体制化的文化遗产融入展览

机制与结构的多种现象；并试图将展览作为社会

思想和行为的建构形式，从“话语综合体”的角度

分析“非遗”主题展览现状之成因，亦希冀回应非

遗在当代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中的定位与意义，梳

理“非遗”主题展览可能的发展路径。

一、“非遗”主题展览的叙事类型

博物馆是与历史情境变迁息息相关的社会

范畴，而展览也常常是不同社会实践与价值观念

的空间投影，体现了不同学科范式在博物馆空间

中的集聚与交流。非遗观念进入博物馆，必然会

与其所依存的社会脉络、知识结构与功能实践发

生碰撞和结合，由此产生的博物馆“非遗”实践不

仅体现了策展人的主观诠释，更受到展示类型背

后所包含的知识诉求、价值观以及深层次的时代

观念的影响。正是中国博物馆知识谱系的多元

性，形成了“非遗”主题展览叙事类型的差异化格

局。以目前笔者所见，主要可分为工美叙事、民俗

叙事和项目叙事三大类。

（一）工美叙事

以审美为诉求的文物陈列是目前博物馆陈

列展览的常见惯式［3］，其旨在通过展品本身的艺

术维度的呈现，强调其美学价值。在中国，艺术的

时限（古代与近现代以来）之分是博物馆与美术

馆的主要分野特征之一。由于非遗所关联的时代

更接近于当代，其主要对应以手工艺为代表的

“工艺美术”类别。在美术维度下，传统手工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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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往往被纳入“艺术作品”的范畴，每一件都被独

立展示，被打上聚光灯以凸显造型和技艺上的特

征。工美主题的艺术化展陈模式，实质是将相关

非遗器物由社会功能“介质”向文化艺术“载体”

转化，通过“去脉络化”的形式展现丰富的文化内

涵。

现代意义上的“工艺美术”概念的界定与实

践主要受到“现代艺术史体制”话语的制约和影

响。“非遗”话语的进入，拓展了对于既有的“工艺

美术”理解的视域，使我们注意到工艺美术的生

活性规定，认识到其在分离式的静观审美模式之

外更具介入式、情境式的审美经验。但非遗在引

导我们关注工艺美术类遗产与生活关系的同时，

也进一步提高了工美制品的文化附加值，强化了

非遗传承人艺术化的个体认知，促进了工艺美术

类遗产向纯艺术性展示的转化。这种双重性就形

成了工艺美术类非遗的展示在“艺术”视角和生

活意旨之间游移的叙事特征。

（二）民俗叙事

非遗的国际语境在产生之初即与“民俗”这

一观念纠缠不清［4］，这也体现为由于内容的重叠

和视角的相近，地方民族民俗展览多被“非遗”语

义重复。中国“民俗”器物的博物馆化渊源众多，

无论是知识分子从研究视角“眼光向下”引发的

民族文物搜集，抑或民族学介入对西南地区民族

文物的收集，还是地方民众教育馆的乡土文化认

知，至建国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地志情结，虽然

发展道路多有不同，但这种夹杂着国家意识、学

科理想和社会关怀的实践面向与如今“非遗”话

语的取向是共通的。这便使得民俗叙事顺利过渡

或转换为“非遗”展示的主要类型。

在这种叙事脉络中，物件意义的重点不在于

器物本身的美学特色，而是其所代表的社会文化

情境。其展示的方式，可分为“脉络式展示”和“现

地式展示”［5］：脉络式展示是依照概念性的分类架

构“结构性”的整理安排展品，力图呈现出地域文

化的整体性，是具有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意味

的展示手法；“现地式”展示则强调“经验”导向，

主要体现为场景重建，“创造一个能让观众置身

其中的虚拟世界”［6］。这两种展示策略，亦可分别

对应高丙中教授所说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7］。

前者关注物质文化与智性知识之间的关联；后者

则体现了一种类似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策略。如

今民俗展览的手法常夹杂两者，以某种线性或专

题式的文化脉络为主结构，择重要之文化内容作

场景式展出。

以笔者所见，地方非遗的内容一方面会被分

解到民俗展览的线性或专题叙事中，列入相关部

题；一方面又可能作为地方的标志性文化［8］，成为

展厅所建构场景的主角。比如，技艺对应程序与

作坊场景，传统戏剧、舞蹈对应舞台场景，传统节

日对应祭祀庆典场景，等等。相比在博物馆展厅

中通常平铺展开的“教诲主义”和“文本主义”，场

景之于非遗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其一在于从实物

的单一性走向多元展示维度下信息编织的文化

深描；其二在于文化标志性的凸显，得以切分出

遗产中具备核心代表性且有一定表现力的主干

环节。这就造成了“非遗”在展示学理上与民俗或

民族志一定程度上的切近和结合。

（三）项目叙事

在博物馆展览阐释的过程中，叙事内容的逻

辑性和故事性首先体现在展览的部题结构上，通

过对内容的选择、组织和表述方式的设计形成意

义的建构。与上述非遗话语嵌入展览内容的模式

不同，“非遗”本身的确也在结构层面塑造了一种

新的展览叙事类型，可称之为“项目叙事”。

项目叙事，我们可以理解为以特定行政区域

为范围，基本循于区域内国家级、省市级等非遗

名录项目分类及内容，作为展览主题纲目结构；

或对于某一个非遗项目的展示，基本对应于其项

目申报书，依据区域及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基本

内容、相关制品及作品、传承谱系、主要价值、濒

危状况、保护措施等内容，加以适当调整编排之

后进行的立面和空间转化。项目叙事的主要特征

是复制了“非遗”的官方标准文本表述，可以称得

上是一种最为“规范”的“非遗”主题展览。作为国

家文化政策与文化遗产行政的空间化转译，这种

叙事模式集中体现在各地政府所建设的非遗展

馆的展陈中。在全国各地常出现的非遗“赶大集”

式的大展，也多采取这种项目叙事结构。

文化事象进入遗产名录机制经历了多重内

涵与价值的转换，并遭遇到文化持有者的内价值

与社会外价值、遗产当代性与历史性、整体性样

态与价值两重性等种种矛盾与悖论［9］。这种遗产

化历程中的现象与问题同样会折射到展览由文

本向空间转化的过程中。比如西藏林芝地区的藏

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在宗教信仰展厅设

计上对于祭祀、巫术等内容的顾忌与权宜［10］。同

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运作下

的非遗机制生产也意味着遗产项目的同步“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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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11］，这种项目叙事也体现了在精英传统

的博物馆支持下，博物馆对非遗“经典化”过程的

支撑与强化。

上述三种叙事类型在实际的展览操作中，既

可以独立表现，也可以基于不同的部题特征而相

互嵌套拼接［12］。但由于几种叙事类型在结构内涵

上的冲突，即使形成综合性的“在场”，也依然会

表现为以某一叙事类型为主体的框架结构，从而

形塑了展览的定位与特性。

二、“非遗”主题展览的表现特征

随着“非遗”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实践的深层

介入，遗产话语已经广泛进入到各级各类型文博

场馆的办展逻辑中。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非遗的

展示在凸显类型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普遍性

的特征，诸如“非遗”话语的标签化、“本真性”范

式的模式化、“活态”展示的物化与技术化等。这

也为“非遗”主题展览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一定

的局限性。

（一）“非遗”话语的标签化

“非遗”话语标签化，首先是指凡是与非遗内

容或特征相关的展览大多会被冠以“非遗”主题

的帽子。这一情形源于“非遗”表述已被纳入国家

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范畴，从而具有了更多的合

法性。这令我们回想起传统社会的国家祀典，只

有成为国家认可的庙宇才能合法运作。同时，“标

签化”也指虽然博物馆展览从相对边缘性的民族

民俗、工美陈设指向渐进到更具有国际话语和实

践权力的非遗表述，但这种渐进并没有体现为一

种深度的结构契合，而常常表现为“非遗”作为一

种语境被生硬地拼合并镶嵌到既有的叙事文本

中。这种“非遗”的在场，展现为各种学术和政治

话语的混搭，就像文件多套了一个红头，彰显价

值的意义往往大于内容上的自洽。如果具体展品

和信息组团的阐释方式落入俗套，更会使观众的

知识和情感导向陷入展览文本“高大上”的国家

叙事宣告与观展效果的平淡庸常所共同营造的

矛盾情节中而不知所从。

（二）“本真性”范式的模式化

伴随着“非遗”语式的代入，展览叙事或多或

少地具有“濒危—抢救—弘扬”的因果关联，带上

了国家宏观层面的紧张感与焦虑感。自带价值判

断的遗产话语也强化了将过去与现在加以关联

的观察视角，将对遗产的展示与失落的社会和谐

隐喻相衔接，比如常见的乡愁、工匠精神等维度

的表述都从遗产话语反向展现了民族国家的想

象力。因此，这种文本叙事会附加给观众浓重的

道德感和责任感，很容易使对“非遗”主题的展示

陷入价值与道德的显现与遗产的本质论中，带来

了展览意旨导向发展的模式化。

这种本质论的视角主要体现为对非遗“本真

性”的追求，强调每一种非遗都有一个真实的本

原，需要保护的是这些被从日常生活语境中剥离

出来的“原生态”。“每一个被想象的本真性都预先

假定有一个被感到非本真的当前环境，并且由这

种当前环境的非本真性所产生”［13］。出于对遗产现

实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担忧，维护其本真性成为非

遗叙述的关键词。博物馆展览的文化建构则惯常

被认为是关乎真实性的表达。其展示物件的“物质

性提供了对稳定性和客观性的一种允诺”［14］，我们

亦常常惯习于将场景视为复原，希望通过技术的

模拟和再现去传达一种体验上的“真实性”。一些

博物馆“非遗”展览的宣传常常强调博物馆情境塑

造的几个特征要义，即传统的、经典的、原汁原味

的，以彰显其“原真”的呈现［15］。在博物馆对“非遗”

语境的剥离与重建中，这种“原境”的真实感连同

实物所带来的历史感，既引领了观众对“非遗”的

情感导入模式，又通过一种“原生态的”“传统的”

遗产意象强化了“本真性”范式的博物馆情结。

（三）“活态”展示的物化与技术化

由于博物馆空间与“非遗”的生活文化特征

的冲突，在展览接纳“非遗”的逻辑自洽中，其焦

点常常集中于如何在展览中凸显遗产的“活态”

特征。在常规的实物、场景、视频、图版等静态展

示手段之外，关于遗产“活态”特征的呼应，常被

表述为“传承人”在展览中的“在场”，通过传承人

在展厅中演示技艺的过程突出“非遗”的特色。基

布列特（B. Kirshenblatt-Gimblett）认为，非物质文

化形式的展演，到整个人类日常生活的舞台化，

物的操控的模式始终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话

语机制［16］。物化和客体化机制也是博物馆代表性

的场域特征。物质形式在展厅中的表现，并不全

然是文物，也同时体现为场景、多媒体等各式技

术性实现的物质转换形式以及在场真人的客体

化。传承人在展厅内服务于整体展览叙事，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鲜明的道具性，成为“会说话的标

签”，因而在博物馆展览的空间情境中，“非遗”的

“活化”特征客观呈现为形式上的灵活和实质性

的物化。按照惯例，展厅中的传承人在视觉上往

往被拆解为身后的展板、身前的摊位和安静/活跃

的身影。但是，如果只是在展厅内进行工艺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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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绍和表演，那么传承人的角色是否可以被经

过培训的博物馆社教专员或志愿者替代呢？传承

人在博物馆中的独特性，并不仅仅体现为其于形

式上在展厅内的存在，而是在展览文本、形式及

空间叙事中体现对传承人或者文化所有者表达、

阐释和利用的权力的认可和尊重。

“活态”展览形式上对“非遗”的呼应，给博物

馆知识传播与公众教育职能的发挥带来了一定

的创新性，但这也使得博物馆的策展实践重心走

入了对展览形式多样性的关注，体现为从多媒

体、场景、展演等技术层面的认知去反哺内容的

经营。博物馆“非遗”诠释和表达能力的套路化、

策展学术想象性上的无力，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

“活化”的形式特征本身成为主要的创造力。这在

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非遗”在博物馆角色上的逻

辑自洽和自我闭合，丧失了更多开放性和可能

性。

三、“非遗”主题展览的多重话语建构视角

面对枝蔓丛生的“非遗”展览现状，我们尝试

用“话语”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来讨论其中的规

则与实践。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

论中，“话语涉及的是通过语言对知识的生

产。……由于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

义塑造和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操行，

所以所有的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而“具有

任一时期的思想方式或知识状况特点的同一种

话语，会通过一系列文本，以及各种操行的形式，

在社会的许多不同的机构场所出现”［17］。博物馆

展览的意义实践即是在话语范畴内被建构的。

从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我们所面对的“非遗”

所涉内容与意指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是“生活世

界”中的实践知识。埃德蒙德·胡塞尔（E. Husserl）
的“生活世界”是先于“科学世界”的概念，是“作

为唯一存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

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

界”［18］。远在现代知识体系出现之前，就有自发的

礼俗、宇宙观等日常生活内容及经验解释。第二

层是现代“知识型”视域下的学科知识。“知识型”

是福柯提出的概念，它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

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

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19］。现代知识型

为学科体系与范式的产生与发展提供背景、动

因、框架或标准。只有通过现代知识型检验的“生

活世界”中的身体文化实践才能进入博物馆等机

构的阐释与展示中。当我们从博物馆史的角度去

追溯时，现代知识型的学科体系与博物馆表征的

知识体制的同构性就已存在。比如从文艺复兴以

来，艺术、叙事与空间三位一体的现代艺术史体

制的建立影响至今［20］，后世的文艺作品与展览叙

事在话语建构的“艺术”世界中形成秩序。伴随西

方殖民扩张而产生和发展的人类学理论也与博

物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指导了博物馆展品陈列

的分类逻辑和秩序建构，许多知识型话语比如

“图腾”“禁忌”等至今仍是我们讨论民族民俗类

主题展览的基本术语。进入遗产时代，现代知识

型也是遗产认知的前提，当我们在定性非遗时，

它必须是可理性描述和可整理的，同时需要通过

“常规范式”中先行理论的检验［21］。可以说，现代

知识型是非遗遭遇博物馆时双方能够相互接洽、

嵌合的共通基础。第三层话语是“非遗”本身。“非

遗”话语体现了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特殊族群

权力等全球议题，非西方国家对于西方中心主义

的反抗的全球文化图式，并通过名录制度对价值

重新规训，进而形塑为一种学术概念与既有的知

识型体系发生互动，体现出从话语到权力/知识的

演化机制。

话语既界定了展览知识生产的对象，又控制

着一个话题能够被有意义地谈论和追问的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讨论展览即讨论在博物馆这

一机构场所中生产与表征的话语实践。从多重话

语建构的角度去审视“非遗”主题展览的类型化，

可以看出第二层知识型话语实际上塑造了整体、

因果、线性等逻辑下的元叙事，已涉及对生活世

界的他者化历程。比如现代的民族学或民俗博物

馆与美术馆可以分别发展出一套不同却互补的

分类展示原则——前者强调功能性和社会文化

性，而后者强调个人的原创性和代表性。这反映

了博物馆领域在认知框架、表述逻辑和知识谱系

上的复杂差异。而在“非遗”主题展览中，主要体

现第二层话语实践的展览叙事体系依然相对完

整，“非遗”话语基本沿袭了既有的知识型。第三

层“非遗”话语的嵌入，重点体现在展览叙事指向

中凸显了“濒危—抢救”的因果结构，以及在内容

文本中适度嵌入名录机制的秩序化表述。这种嵌

入的极端放大化，即体现为“项目叙事”类型的新

创，作为对非遗自身行政话语的完整输出，展现

了遗产名录机制的行业折射。

“非遗”主题展览的诸多现象特征，亦可归因

于不同层面话语之间的关联、协商与博弈。标签

化反映出“非遗”话语面对不同知识范式形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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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展览惯习“不得已”的表层贴合。“非

遗”话语的“本真性”诉求，则直接归附于博物馆

既有的行业惯习，强化了求真的本质主义情结。

而在这种表面的“标签化”和阐释维度的“模式

化”下“非遗”自身话语的输出，就更多地表现为

逼仄的展陈层面，形成技术化结合。

总体而言，“非遗”对展览实践的核心影响是

形成了嵌套国家遗产话语的空间化叙事和形式

技术上的递进创新。这种格局也体现了“非遗”作

为一种文化遗产行政话语所应有的限度。

四、“非遗”主题展览的转型与发展

由于非遗具有历史与当下一体在场的实践

性，博物馆接纳“非遗”，意味着其趋向于一个价

值生产的场域，并在多重话语建构中形成范式表

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主导范式，即追求“本真

性”的范式。如果说对于“本真性”的探求是博物

馆与“非遗”结合下的行业反馈和本能诉求，面对

当下多元、异质、流动的文化遗产的现实图景，相

关的学科发展已经逐渐摒弃了对于“本真性”的

探寻，而将重心转向洞察“文化遗产”的生成过程

与知识生产以及社会因素之间相互建构的复杂

关系［22］。从建构论的角度审视，博物馆展览作为

遗产生成与演绎中的社会环节，其展示要素的

“再现”或“复原”宣告，都服务于去语境化到再语

境化的情感编码，呈现出意义的创造与交流，因

此博物馆展览实质也表现为多重话语下对“本真

性”的操控。问题的焦点便转化为在这种操控过

程中主导权与话语权的碰撞、争夺与交流，以及

发展导向的更多可能性上。

这种对于“本真性”的操控与诠释维度的关

注也与在新博物馆学思潮影响下博物馆的行业

转型相合拍。这种转型既体现为对物质文化的定

位和认知的多元扩展，也体现为在博物馆社会角

色和范式转化过程中的功能变迁，更体现为博物

馆智识生产从神庙到论坛的属性位移［23］。策展

“非遗”，不应通过对“本真性”的神化逐渐固化和

板结遗产的知识形态，而应与强调多元、互动与

阐释性的新博物馆学发展趋势相呼应，关注非遗

变化与改造的实践性，形成对话的、竞争的话语

实践。在这个基础上，“非遗”与展览的关联才能

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这样的实践导向的一个重要发展前提就是

要跳出自我限定的遗产保护话语。玛丽娜·阿里

维扎图（Marilena Alivizatou）将似乎在非遗领域已

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保存与消亡威胁的话语问题

化，试图论证保存与消亡的视角将会限制我们从

文化遗产角度理解当代身份认同复杂性的可能空

间。他通过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和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的文化展示个案

讨论了当代原住民文化展演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避

开遗产认定的相应标准，并为适应全球化流动的

现实和持续性提供全新的框架［24］。在全球图示下

的中国，“非遗”话语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捆绑，使我

们并不能完全跳出消亡与保存的路径，但会将其

转换为精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这就为博物馆的遗产展示走向超越“本真性”

诉求的文化建构营造了政策语境。

遗产机制对非遗对象理解维度和发展可能的

限定和约束，使我们不得不将视野投向更基础的

话语。面对“非遗”主题，博物馆展览的策划者恐怕

要重新回归博物馆的智识传统，回归学术的独立

性与自主性，以避免走向行政权力的同化与异化。

这一实践回归当然要立足于学科反思性视野的观

照下才具有建设性，而不是退回到根深蒂固的学

术惯习。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

关于所有人类实践——包括知识实践——的总体

性科学只有通过一种对科学实践本身的反思性回

归才能获得；要想把知识的实践从专业意识形态

转化为科学，唯一的途径是反思性地研究我们把

社会世界对象化的努力本身［25］。我们应该加强不

同学科背景下的研究性阐释与反思，将“非遗”对

象纳入问题链中去考察，藉由不同立场和脉络的

交流与启发，通过展览内容中物的能指与所指的

结合方式的多样化，展览文本与视觉形象、技术、

空间景观符号化、象征化的多重呼应，为展览空间

的“叙事”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可能。由此，方能使

“非遗”展览摆脱模式化、扁平化的发展路径，真正

成为创造性继承过去的文化、建构新文化的时代

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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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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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Knowledge, Technology to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Exhibitions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me

GUAN Xin
(National Cent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Beijing, 100101)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has been a popular theme for museum exhibitions.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ICH-themed exhibition has formed a stereotyped narrative pattern and tends to be
homogenous. This situation reflects the industry’s nor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etition of multi⁃
ple discourses, and the limits that ICH, as a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discourse, should have. To cu⁃
rate an ICH exhibition, a museum should resonat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New Museology that puts
an emphasis on pluralism, inter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pay attention to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ICH
practices, avoid self-consistenc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CH discourse and industry habitus, and return
reflectively to the museum’s intellectual tradition of diverse voices, so a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s of the as⁃
sociation between ICH and exhibitions.

Key words: museu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hibition, discour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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